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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乡村数字治理何以可能？
——以某小程序扩散的社会过程为关键个案

吕 鹏 任雅兰

内容提要：通过深描某数字平台企业开发的治理小程序在一个村庄

从零用户转变为高活跃的社会过程，本研究从村庄视角出发，尝试揭示外

来技术在没有经过大规模外部动员的情况下在本土社会扩散的逻辑与机

制：首先，线下治理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观念为线上治理小程序的应用

奠定了社会基础。其次，与村庄适配的产品设计是数字平台得以顺利“入

场”的技术基础。最后，“政务平台化”和“平台敏捷化”这两个关键机制使

其得以激活。本文不仅将外来数字治理平台在乡村自下而上的扩散这一

经验现象概念化，而且在机制解释层面突破了国家中心论和社会决定论

的范式，把技术的独立特征以及技术与社会的互构带回了分析的中心，为

村庄治理策略制定和平台产品开发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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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一个迷思

数字化已成为推动基层“智治”的重要技术力量。在数字化浪潮下，全

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数字治理应用程序，它们有的由头部运营商开发，

有的由中小企业运营。无论如何，大多数的数字治理小程序的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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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国家力量的强力动员。虽然国家动员大大提升了基层数字治理的水

平（刘学，2023），但在一些地方，过度的国家动员也导致了“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赵玉林等，2020）、乡村数字治理平台“空转”（冯朝睿、徐宏宇，2021）、技

术增负（钟伟军，2021；丁波，2022）、数字技术理性与乡土社会现实情境剥离

（刘少杰、林傲耸，2021）等问题，成为形式主义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

也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

本文所要分析的案例则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2021年 5月，农业

农村部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实施“耕耘者”振兴计划（以下简

称“耕耘者”）。“耕耘者”内容很多，重点之一是推广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

台”。简单来说，这个平台是一个微信小程序，为开展乡村治理开发了一系

列的数字化工具。在推广的过程中，腾讯与农业农村部、各级地方政府合

作，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并在四川、广东等地取得了较大的突破。2022年 10
月，该小程序推出“村民说事”版块，目的是让村民在平台内使用这个版块向

村支书发起提问，同时邀请村民参与议事。为鼓励更多的村庄进驻并使用

该平台，腾讯面向平台内所有用户发起“来说事，赢大奖”的活动①，做得最出

彩的村庄可以获得一块智慧触控大屏。在平台内已有相对成熟村庄挑大

梁、做示范的局面下，最终大奖却被位于山西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获

得。数据显示，活动期间，这个村庄“村民说事”板块的满意度达到 5颗星，板

块参与活跃量居全国榜首。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犹如一声惊雷”

引起了腾讯的关注，因为腾讯从未在晋南地区进行过试点推广以及自上而

下的组织动员工作。是什么原因让其能够超过那些有着强力组织动员的村

庄摘得桂冠？

这一经验迷思关联到一个理论问题：自下而上的乡村数字治理何以可

①“来说事，赢大奖”活动是腾讯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上面向所有用户发起的比赛，主要参与方

式是村民在平台内使用“村民说事”功能向村支书发起提问，村支书回复并处理村民问题，同时邀请村

民参与议事，活动过程中，系统每日根据全国村庄发起的“村民说事”情况进行“综合、爱说、热议、好评”

排行，并在“村民说事大厅”专区展示，“村民说事大厅”各排行榜将根据各村说事的村民参与人数、事件

关注人数、事件阅读量、事件办理好评度等维度进行综合计算并呈现排名。平台每月会根据上月全国

村庄“村民说事”的具体情况，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奖品发给村委。一等奖为智慧触控大屏，二等奖为

办公投影仪，三等奖为数字智能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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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耕耘者团队在内部非正式地使用“自来水”这一昵称，指代那些由乡村

治理骨干通过社交圈、个人宣传等非组织动员的方式了解到“村事务管理平

台”，自行按公开流程申请入驻并积极使用该平台的村庄。“自来水”是一个

网络流行语，最早出现于电影《战狼》上映后，指的是那些因自发自愿喜爱而

不是强制推动去义务宣传某项活动的粉丝群体，后来这个称呼逐渐扩散到

其他场景。然而，“自来水型村庄”对外来数字治理平台的接纳和高效使用

并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有着自身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以“村级事务管理平

台”在豆村扩散的社会过程为典型案例，深入探究自下而上的乡村数字治理

所需的基础要件和关键机制。

二、文献综述：主流视角及其缺憾

随着数字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在建设“数字中国”“数字乡村”的背景下，

数字技术手段被运用于乡村治理领域，构成政府推进“数字下乡”的三种主要

路径取向之一（吴理财、李佳莹，2023），成为基层“智治”的重要内容（冯献等，

2020）。关于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场景中扩散的解释，形成了三类理论：第一

类强调国家在数字技术扩散中的主导作用，第二类强调社会互动对技术扩

散成效的影响，第三类则从技术本身的特性来解释技术扩散的过程和效果。

从国家视角出发，不少学者认为数字下乡成功推进的关键，是保持国家

在场的主导地位，遵循自上而下的实践逻辑，从而实现下乡成果的切实落

地。有研究者指出，数字技术一经产生就被国家赋予了特殊意义，具备数字

技术使用的规则、制度、次序等数字结构特征（李净净、马良灿，2023）。有学

者认为，中国各地方政府所开展的“以点带面”的创新扩散，成为我国应对复

杂多变环境挑战的关键环节（Wang，2009；朱旭峰、张友浪，2014）。在数字

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担负着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的职责，为数字下乡创

造必要的基础条件（王曙光，2017；沈费伟，2020）。还有人以国家在场的乡

村数字化实践为例，强调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国家持续运用信息化技

术与科层化技术，以达成对乡村社会的变革目标（韩瑞波，2021）。但很多研

究也指出，单纯依靠国家的组织动员推行的“数字下乡”往往不能成功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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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村庄群众的主体性，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同自下而上的乡土社会基础不

匹配（韩庆龄，2023），是数字治理工具沦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最为重要

的原因（刘少杰、周骥腾，2022）。

部分学者从社会互动视角强调了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以及社会与国家互

动共建的重要性。卢卡斯指出，创新扩散是创新从起源地传递到最终用户

或采纳者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人际互动与沟通（Lucas，1983）。罗杰斯则将

创新传播视为扩散过程，认为其是社会系统成员间通过沟通实现的社会过

程，也是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过程（Rogers，2003）。瑞安和格罗斯强

调，扩散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涉及人际关系网络内的信息交换以及创新

采用者与其影响者之间的社会模式（Ryan & Gross，1943）。在经典技术扩散

研究中，诸如对美国中西部医生采用四环素药剂（Carlsson，1966）以及避孕

行为（Rogers & Kincaid , 1981）的研究均表明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关系，是

推动或阻碍技术扩散的主导机制（Newman & Rosenberg，1985; Marsden &
Friedkin，1993; Erbring & Young，1979; Bandura，1986; Moscovici，1985）。格

拉克塔等在分析一项技术创新在农村地区的扩散时，重点关注创新技术是

如何从“外部”进入社会结构，又如何通过“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扩散

（Gollakota & Doshi，2011）。还有学者认为，技术应用既存在于组织内部，也

存在于社会互动关系之中。相关利益群体具备技术建构能力，并能通过提

供或控制资源在技术设计中产生影响，使技术活动符合各自利益的技术秩

序（芬伯格，2005；赵璐，2022）。另有学者强调，技术扩散过程须与既定价值

观和文化体系相结合（Katz et al.，1963），如他们在关于艾奥瓦州两个社区农

民使用杂交玉米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认为，技术创新这一过程的延迟和滞

后，以及潜在采用者群体中出现的滞后者只能用制度约束以及影响扩散过

程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来解释（Ryan & Gross，1943）。在基层数字治理场

景中，研究者普遍关注自上而下的资源整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治理的重要

性（冯献等，2020），多主体参与、沟通协调（高国伟、郭琪，2018），以及外部结

构与内部结构因构建利益共同体而形成的“交互式群治理”格局（陈明、刘义

强，2019）。通过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数字技术得以有效融入农村治理（汪

雷、王昊，2021）。然而，很多研究在强调村庄主体性的时候，都是基于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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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缺乏主体性的批评而提出的“应然”建议。除了少数讲述成功案例的研究

（李燕凌、陈梦雅，2022），详细描述乡村数字治理的经验性研究并不多。通

过对山西省豆村如何从无到有地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小程序的描述和

解释，本文将为这一类型的研究增添新的案例。

考察数字技术扩散还需将“社会过程”这一视角带进来。社会过程视角

不仅强调在技术扩散和应用中社会基础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展示这一基础

被激活的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社会要素如何与国家、文化、技术等要素

相结合（吕鹏，2015）。孙立平开创的“过程-事件”分析法主张对事物发展的

社会过程的连贯描述和解释，不同于社会互动和一般的历史分析。这一分

析法将相关影响因素融入事件性的社会过程中，展示事件和过程之间的复

杂互动关系，并强调这一动态过程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孙立平，2000；谢
立中，2007）。国内社会学界对于该分析策略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特别是在

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方面，学者们运用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村级事

务管理平台”在豆村从零用户到高活跃的变迁，只有放到社会过程中才能得

到全面的展示和解释。与国家视角的主导路径不同，本文将从村庄视角出

发，分析外来数字技术与本地乡土社会耦合的机制。

在探讨技术扩散时，亦不能忽视技术自身属性的影响。早期社会学家

对于技术的关注融入在对科学的关注过程中，后出现技术决定论（Bijker &
Pinch, 1987）和社会建构论（Bijker & John, 1992）的分野。尽管两种理论在

推进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某种程度上也走向了另

外一种极端，即忽略了技术本身的物质与结构层面的特性及对结构的影响

（刘振业，2004；谢铮，2007）。在技术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还有一类互构论，

认为技术和社会互为因变量（邱泽奇，2005），技术有其逻辑和“机器精神”

（apparatgeist）（Katz & Aakhus, 2002）。技术的自然属性是刚性的，亦有自

在性和自为性，技术自身既渗透着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因素，又留存着

自身的自然属性（邱泽奇，2008）。当技术刚性与社会刚性无法协调时，技

术可能被弃置。相反，若两者无冲突，技术的应用则能导致地方性社会秩

序的变化，即技术无偏和社会重组（邱泽奇，2008；张樹沁，2018）。步入数

字时代，数字技术的自身属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系统性变化改变了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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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平衡状态，已然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变量（杨庆峰，2013），强大的技

术逻辑正悄无声息地融入现代社会的总体架构，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空

间，甚至开始介入人类自身的形成和改造（贾璐萌等，2020）。本文对技术

特性的探讨将在更细微的层面上，探寻在豆村的数字治理过程中技术的特

性是如何与社会基础融合的。

三、案例背景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案例村庄豆村①是山西省某地级市的一个行政村。豆村是一个

很普通的村庄，人口 2711人，年集体经济收入 60万元，年人均收入 2万元，在

“山河四省”不算富有。正是这样一个在全国来看“中不溜秋”、一开始并没

有得到特别资源倾斜的村庄，在“耕耘者”举办的“来说事，赢大奖”活动中，

从全国众多村庄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关注。

然而，豆村的故事不是孤例。仅仅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上，就存在着

很多这样的“自来水型村庄”：陕西丁村自发将村务“搬”进小程序，从“靠跑

腿”到“线上忙”，服务群众零距离；重庆南街的陈书记不仅自发将“村级事务

管理平台”全域推广，还为各个村庄社区建立了基层“数治”高标准；广东金

村罗书记通过抖音视频自学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并引导村民参与；等

等。事实上，这种现象也不限于“耕耘者”。翻看乡村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典

型案例集，我们常常能发现类似的、由村庄自发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基层治理

的成功案例（唐京华，2022）。可以说，豆村是自下而上利用外来数字技术开

展乡村治理的典型，完美契合了案例研究对典型性的要求；同时这一典型案

例又具有“代表性”，代表着一类而非一次或者单个社会现象，为我们的案例

研究产生知识提供了绝佳的基础（张静，2018）。

本文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作者对豆村的调查，采用了深度访谈、参与观察

和网络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作为“耕耘者”的重要学术顾问，本文的

作者之一一直深度参与该计划的设计和执行。2022年 10月，豆村在“来说

① 根据学术惯例，本文中涉及的地名、人名均做了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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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赢大奖”活动中一举夺魁后，作者即开始关注该村，并利用其间在山西挂

职的便利与豆村建立了联系，开始持续搜集相关素材。2023年 4月至 9月，

本文另一作者到豆村驻村从事田野调查，前期主要是通过深度访谈、阅读档

案、回顾数字平台历史数据和文本的方式，了解豆村的“村庄治理史”。后来

作为村里的“知识青年”，被村支书指派为豆村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

村庄管理员，深度参与并观察豆村村民在该数字平台上的发帖、点赞、评论

等操作，参与事项达 120件。在半年多的日常接触中，深度访谈了村两委成

员和网格员 23人、村民 70户，形成近 5万字的访谈记录。此外，为收集耕耘

者平台数据和媒体报告素材，作者多次参与腾讯举办的相关活动，包括 2023
年 4月 1日腾讯方至豆村的专访、2023年 5月耕耘者乡村治理骨干培训大

会、2023年 6月 28日全国耕耘者大会等。通过这些田野调查工作，作者搜集

到了“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豆村应用的全过程资料，本文只描绘和解释扩

散阶段发生的故事。

四、数字平台扩散的社会过程

（一）“上人儿”①：用户在数字平台的聚集

1.不利的开端

豆村使用数字治理平台有着内在的历史原因。过去，作为主要运煤通

道的国道从村中穿过，污染严重。2019年起豆村新任村两委班子发力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从前村民“各扫门前雪”，经过三年的努力，形成了“每天早

起十分钟，保持全村常干净”的民风。与此同时，村两委希望通过网格化来

打破治理困局。他们将村庄土地整合后划分为四个网格片区，又将 4个网

格片区细分为 24个“微网格”，村支书担任总网格长，由 4名全科网格员担

任居民小组长和片长，并在各片区分别成立党小组，由两委骨干和优秀党

员担任党小组组长，其余的 24名“微网格长”（又称巷长）从长期留守村庄的

①“上人儿”“打样儿”“促活”这些表达均源自笔者与豆村村支书大民的访谈对话，有些对话属于正

式访谈，有些则属于非正式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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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中遴选。

环境卫生的改善、治理方式的精细让豆村村支书大民产生了新的需求。

如何让豆村被外界所知？如何在巩固现有网格化治理成效的基础上提高处

理村庄事务的效率？2022年年底，大民想定制个性化的数字治理工具，但高

昂的成本使其望而却步，他想到宣传委员小军或许了解相关的资源，可以解

决此难题。

意识到自己开办一个数字治理工具的难度很大后我就找到小军，看

有没有什么数字小程序，可以解决我不在村还能为村民处理相关事宜

的，这个小程序最好还能起到宣传村庄的作用。（230507-村支书大民）

接到任务的小军想到 2021年曾动员巷长参与过腾讯的相关培训活动，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咨询腾讯有无帮助解决乡村治理难题的小程序，“村

级事务管理平台”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了大民的视野。“村级事务管理平台”

具有开放性、便捷性和连通性等特征，加之是免费平台，恰好满足大民对村

庄治理的需求，于是大民随即采纳并要求小军将其在全村内进行推广。

小军所采取的推广策略并非在村域内向所有村民宣传，而是选择在片

长和巷长的微信群里进行小范围宣传和推广，结果大家响应并不积极。为

完成任务，小军召集四个片长线下开会商讨此事，四个片长对于使用该平台

配合意愿同样都很低。

当时我给这些片长说（平台）的时候，大家就不配合，他们说自己的

年龄都快 60岁了，学习用这数字工具本身就很困难，还要把这个平台推

广给巷长，这些巷长倒是年轻，但是村民年龄大了，一样推不下去的，不

要弄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230519-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小军）

这既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考虑到四位片长的性别、年龄和处

事风格，小军将唯一一位女片长小芳作为突破口。小军认为，一方面，相较

于其他三位片长，小芳执行力更强；另一方面，她在使用数字工具方面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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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

刚开始做工作时，小芳的态度同之前开会时一样，表示并不愿意使用此

平台。为了让小芳转变观念，小军足足“磨”了三个月，直到在如下对话情境

中小芳才勉强同意试试。

小军：“你看我们现在村民参与村庄打扫卫生的照片只能传到微信

群内，在微信群之外的人就看不到谁参与了谁没参与。要是用这个平

台，把这些发布在微信群内的照片上传到平台里的‘党群服务看得见’

板块，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会让大家有参与感，还能侧面宣传我们村

庄。这样，你也不需要编辑，我现场给你操作一次，流程很简单，你看看

就能学会（把照片发到平台上）。到时候我把上传流程截图给你发过

去，你转发到巷长群就行，不懂的再来问我。”

小芳：“行，那我就当帮你完成一项宣传工作，弄完这次你也就别

来找我搞（这）平台了。”（230519-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小军转述当天情

境的访谈记录）

显然，此时小芳的妥协是基于乡土社会的人情、面子，是一种“帮忙”式

的妥协，主观态度并未转变。

2.意外的转机

接下推广任务的小芳在该片区的巷长微信群内发布了平台使用的相关

流程，要求巷长将村民打扫卫生的照片都发布在平台的“党群服务看得见”

版块。本想着走个流程作罢，结果村民的反应让小芳大吃一惊。村民看到

微信群里弹出一个新的小程序窗口，映入眼帘的是自己打扫卫生的身影，还

有村内外平台用户对照片的关注和浏览量，既欣喜又好奇。欣喜的是平台

将其打扫卫生的行为对外宣传展示且吸引了其他村庄的人关注，好奇的是

这个平台到底还有什么用处，由此“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便成为村民茶余饭

后的闲谈话题。

我虽然不太会用（平台），但我会看，外面的人也会看，大家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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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了保持村内卫生干净而自愿服务着，会让我们更加有守护豆村的

动力。（230523-村民小雪）

以前就是（微信）网格群里能看到谁参加了打扫卫生，现在全国各

地在平台内的村民都能看到了，我们的志愿服务被留痕，大家都开心。

（230523-村民小飞）

啊呀我当时看到平台上有照片还不清楚这是什么，结果一问巷长

才知道这是个全国性的村务平台，再一问才知道村外人也可以看到，还

有人给我照片点赞，感觉好着呢！我当时还问了我住在其他片区的朋

友有没有看到，结果他们的照片还没传上去，还说也想上平台呢。

（20230524-村民小梅）

在小芳将该片区村民照片上传至平台后，村民意料之外的反馈以及熟

人社会中村民之间高度关联的社会关系使得原本只是“试水”的片区成了其

他片区热议的对象，其他三个片区的村民也纷纷要求所属片区的片长和巷

长将他们打扫卫生的照片上传至平台上展示。

三片区的村民小魏找到巷长林飞，表示听闻小芳片区村民打扫卫

生的照片上平台了，自己也想和他们一样（上平台）。巷长林飞回应小

芳片区就是试运行，看村民反馈的具体情况，既然现在大家呼声都挺

高，可以和片长商议一下是否也启用此平台。许下承诺的巷长林飞将

这一情况上报给片长史四，说明当前村民对平台还挺感兴趣的，都希望

自己的照片上平台。片长史四对于村民能有如此强烈的使用意愿表示

诧异，随即告诉林飞回头问一下小芳是怎么传照片的，既然村民那么支

持用它（平台），那咱们片区就搞吧。只要村民觉得好，那这个平台咱就

用。（20230527-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小军）

来自基层群众的使用意愿形成一股逆向的合力，倒逼片长、巷长转变对

平台的看法。此时的观念转变仍可以理解为一种“妥协”，但与此前不同的

是，“妥协”的前提条件不是人情、面子，亦不是数字技术本身的特性，而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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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于豆村的社会关系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正式的推广

村民的正向反馈固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推广前提，但困难的是如何保

证平台在村民端的应用。将村民打扫卫生的照片上传至平台，操作端是片

长和巷长，并非村民本人。但“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并不只服务于村级事务

管理者，而是服务于乡村治理的全部主体；也就是说，村民才是这个数字治

理平台最重要的目标用户。如何动员村民进驻平台成为最关键的破题之

道。在此方面，村支书大民屡次强调，要把平台推广工作与网格化治理体系

相结合，不能通过强制指令让村民使用，而是要通过引导村民转变观念，让

村民真正了解到平台的益处，自觉自愿进驻。

为引导村民进驻平台，小军将村民端的进驻流程截图发送至巷长微信

群内，巷长再转发至所属网格微信群内。由于进驻平台“成为村民”的步骤

很简单，外加微信生态的加持，小程序内嵌在微信里无需额外下载APP，60
岁以内的群体按照图示操作基本可以完成进驻。对于 60岁以上的群体，巷

长采取了三种策略：其一，逐级入户，手把手教。其二，家中有子女的，交代

子女协助，如老人实在不会或者不愿意操作，确保家中有一人进驻平台并及

时向老人分享。其三，留守老人或者无智能手机的群体，由巷长代为输入相

关信息进驻平台，并告知其有任何问题可以帮忙上传至平台。之前的积极

反响加上片长和巷长的配合，使得平台进驻工作推进较为顺利，初步进驻率

达到 60%。至此，豆村完成了“上人儿”环节。

（二）“打样儿”：数字治理的信任建立

解决完村民进驻这一难题后，更重要的是动员村民参与和使用此平台。

大民首先建立了权力清单，将部分权力下放至巷长。在他看来，要实现平台

的持续使用不仅要打通村民端，还要让出力最多的巷长保持使用动力。巷

长本为无薪酬的工作者，没有激励和实权难免会懈怠，而在平台的推广过程

中，巷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大民借助平台的OA系统，将公章

使用、便民餐厅使用、入党推优建议等 7项权力下放给巷长，授予巷长部分事

务管理权、资源配置权、评议建议权，让巷长能管事、想管事、管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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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公章和便民餐厅的使用，村民需要对接巷长、片长和书记三

方，若片长和书记不在村内，则需要等其回村后再盖章，效率比较低。

现在通过“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村民只需要线下对接巷长，巷长审核通

过后在系统里提交至片长，片长再报备给书记，书记同意后，村民即可

去便民大厅加盖公章。整体而言，利用这个平台，极大程度上缩短了办

事时长，提高了处事效率。（20230529-村民阿珍）

自从用了平台，巷长掌握实权后干劲儿更足了。因为按照平台OA
流程，村民想加盖公章或使用便民餐厅时必须经过巷长的批准和同意，

而巷长会对村民有一个是否同意使用公章的初步判断。比如说将公章

使用和打扫卫生挂钩，村民A找到巷长A，申请公章，但村民A并未在本

周进行过大扫除，巷长 A就有权不给盖章，或者让村民 A等下一次打

扫。（20230602-村支书大民）

大民利用数字技术将权力下沉后对巷长进行赋权，使权力实现从“虚”

到“实”的转化，一方面拓展了巷长的管理权限，强化其使用平台的动力；另

一方面让渡的权力也无形中规范着村民的意识与行为，治理成效也在技术

赋权中进一步得以强化。

触发巷长的使用动力后，该如何激发村民持续使用呢？平台内置版块

的升级为豆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应用契机。2022年 9月，“村民说事”版块

上线，旨在通过四个环节——说、议、办、评，实现全体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参

与和讨论，促进村务的公开透明和村民的共同决策。首先，村民可以向村支

书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或建议，村支书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处理。

接下来，由议事负责人组织和推动议事活动，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投票表

决，形成一项决议。然后，村支书将该决议转交给负责执行的人员具体实

施。最后，村民对执行结果进行满意度评价，从而形成闭环。

大民认为“村民说事”的设置很好，相当于村民帮他去找问题。但是乡

土社会中解决问题的逻辑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不向上说就不说”，

而在平台发言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与乡土社会人情、面子等诸多方面都产

生了巨大张力。于是大民使用了一个巧妙的动员策略，他不在村民端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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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口，而是让片长和巷长把问题发布到平台上，给村民“打样儿”，同时在

微信群内告诉村民“以后有问题不要发在微信群里，发到平台上，要帮助村

里找问题”。

我当时看到这个“村民说事”的版块就觉得很好，在我们村一贯就

是只要你提，村两委就给你解决。但是有些村民就不想麻烦村两委，好

多事就被“吞”在肚子里。这些自然沉没的事件堆积起来总有要迸发出

来的一天，那时治村难度就会加大。所以这个平台于我而言是个帮手，

私心是想通过平台打破村民有事不“敢”或者不“想”说的困局。但是乡

土社会，大家都好面子，特别平台发言还不是匿名的，想让村民参与更

难了。我就想了个办法，我每天绕着村子走，看看都存在什么问题，然

后找到问题所属片区的片长和巷长，我让他们替我发到平台上，然后我

按照流程处理解决。我觉得用这种方式鼓励村民参与是最快也最直接

的。（20230607-村支书大民）

经过一个半月（2022.9.3—2022.10.23）的“打样儿”，第一个线上发言的

村民忠保出现了。

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看“村民说事”这个版块启用一个

月了，每件事都解决，我正好那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巷口少了个大

垃圾桶，反馈到平台上看看能不能给解决。没想到我 8：24发布，8：26
就安排人给我落实了，当天巷口就放置上垃圾桶，好得很。（20230623-
村民忠保）

忠保在数字平台上提出的问题快速得到了解决，给其他村民很大触动，

于是大家逐渐转变先前不“敢”说的观念，纷纷参与进来。截至“来说事，赢

大奖”活动结束时，豆村“村民说事”版块共实时办结 26件事项，回应率

100%，一跃活动榜首。平台改变了行政办事的逻辑，原本没有线上端口时，

问题解决路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且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观念引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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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平台的加入使得整个办事逻辑和角色结构倒转，互动秩序转为自下而上

的实践创新。

以前，村民家门口路灯坏掉了，按照流程他们会自己先看看能不能

处理，或者找邻居帮忙。如果大家都不能处理，才会反馈到大队，但大

队也要联系维修的人员，这些负责维修的人员好几个村子来回跑，不会

24小时都在，所以村民会先跑来看维修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就等过两

天来。这样一来一回一个路灯可能要维修个三五天，时效会长一点。

但现在完全变了，村民只需要把路灯坏掉这句话发在“村民说事”版块

里，书记看到就会实时办结，村民也不用往大队跑，我们负责对接相应

的维修人员就行。（20230612-村民阿珍）

平台提供了一个及时发现问题、规范解决问题和增质提效的端口，村民

从“不敢说”到“敢说”，让乡村治理中的问题不再停滞不前或被忽视。

（三）“促活”：数字平台的全民参与

“村民说事”版块的激活让豆村平台推广的工作愈发顺利，无论是村两

委还是村民都看到了平台带来的好处，实现了“能不向上说就不说”到“有事

就上平台说”的观念转向。一开始反对平台使用的片长和巷长也在平台使

用中不断地转换观念，逐步接纳了平台是村庄治理好帮手的客观事实。在

豆村试用“村民说事”版块四个月后，村民效军利用此版块发起了一场红白

喜事操办问题的大讨论，吸引了众多村民的关注和参与。

2023年 2月 13日，效军在“村民说事”上建议精简村内红白喜事流程，减

轻村民负担。两小时后，村支书于当日在集体议版块将其转呈党支部委员

监督委员会主任博文处理。博文在 2月 13日至 18日发起线上议事，其间共

有 131人参与并发表意见，占全村村民的 4.8%。2月 21日，村支书根据前段

时间所搜集的意见发起线上投票，共有 209人参投，占全村村民的 7.7%。其

中 209人赞同简化红白喜事流程，建议将其纳入乡规民约的移风易俗板块。

与此同时，博文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便民餐厅使用相关规定。22日，便民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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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使用规定制定完毕，内容上传到数字平台。当日，效军就在村民评板块给

予了反馈。

提这个建议是因为刚参加完我大哥家孩子的婚礼，结束后大哥给

我吐苦水，说当天宴请村民这些都还好，但是在宴请前两天要请来帮忙

的朋友吃饭，随便一吃就是 5000，有时候帮忙的人多了能高达 10000。
这对条件好点的家庭不算什么，但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讲是一笔沉重的

开支。平时村民赶上谁家红白喜事都喜欢扎堆儿说这些，没人把这种

压力传达到村支书那边，因为乡土社会嘛，面子很重要，如果谁家因为

请不起饭告诉村支书想精简红白喜事，那会被笑话的。我倒是不介意，

就是碰巧赶上了能说一下，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那也至少传达到村

支书那边了。就是挺意外的，村支书对这个提议很上心，村民们也很支

持都来评论，根本没想到真的就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这在以前根本想

都不敢想的。（20230626-村民效军）

整个流程历时 10天，责任主体明晰，减轻了绝大部分村民操办红白喜事

的负担，乡规民约及餐厅使用规定也借此得以修订。按照新的规定，村民家

过红事前议事不摆宴席，不大操大办，事主只邀请总管、礼房、服务队负责

人、祠堂负责人（不超过 5人），议事不设宴摆席，只上茶点水果。

至此，“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豆村完成了“扩散”。由村民在数字治理

平台上提议，并通过线上议事、投票的方式由村民修改村规民约，是乡村数

字治理的一件大事。村规民约是乡村自发形成的乡土规范，既包括村庄权

威制定的规则，也包括村民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不成文规范，是维护乡土社

会秩序的重要准则。这场实践证明，“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不仅可以是乡村

公共话题生产的场域，也可以是重建乡村治理规则的场所。减轻红白喜事

操办负担的诉求唤起了村民的共识，激发了村民有效参与，而数字技术加速

了整个事件的推进和完成：“村民说事”版块和线上投票的功能打破了传统

单向度的信息传播，实现了上下两级的双向互联，内生话语的表达促发了村

民主体性的生长，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村民自己的行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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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平台扩散的两个基础及其激活机制

（一）社会基础：为什么“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豆村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豆村在使用数字平台之前就已经有了较好的线下治理的社会基础。这

个社会基础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网络，一个是社会观念。

网格化治理形态下，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且相互协同的，议题发掘基

于内部需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渐走向融合。与此同时，政府的形态、职

能以及技术手段都在发生适应性变化（秦上人、郁建兴，2017；田毅鹏，

2021）。网格化治理模式的引入让豆村的治理面貌为之一新，不仅在空间结

构上对治理边界进行重组，更是利用熟人社会的地方网络激活治理主体。

豆村在推广小程序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网格化治理基础，网格化治理搭建

起的网格单元也是信息单元，通过 24位网格员的信息采集、整合和共享建立

起的网格化信息系统打破了“信息孤岛”，使得“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在豆村

顺利扩散。

推广小程序的过程中，大民并未盲目展开工作，而是采取了有计划、有

步骤的策略。首先是寻找合适的宣传人选，此任务最终落在了负责宣传工

作的小军身上。小军在接到任务后，并未直接向 24位网格员推广，而是先与

四位片长沟通。他深知，若能实现片长的联动，就意味着打通了推广工作的

第一层网络，这也是推广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一步。在“上人儿”阶段，

小军多次动员观念保守的小芳。尽管小芳预见到数字技术在村民中普及困

难，对推广任务心存疑虑，但在熟人社会人情、面子的作用下，做出了“人情

式”的妥协。这一妥协虽源于人情、面子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基于豆村社会

网络形成的积极成果，成为推动后续故事展开的关键。可见，在豆村的案例

中，熟人社会的地方网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农村熟人社会的社

会规范，一个能凸显个人村庄公共服务参与度的表征窗口总是能快速地被

熟人社会范围内的其他人捕捉到，乡村社会关系网为村民快速响应“村级事

务管理平台”的推广工作提供了社会基础。

除社会网络外，从“上人儿”到“打样儿”再到“促活”的整个过程始终有

着社会观念基础。豆村案例的观念基础有二：一是作为首推官的村支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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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鼓励的方式，推动村民使用小程序，而非强制使用。这种“软”的观念

引导式动员在乡土社会中尤为有效。观念引导式动员与组织化动员有本质

区别，尽管前者可能具有某些组织化动员的外在特征。组织化动员的动员

者与被动员者之间存在隶属性的组织纽带，动员者往往掌握了对被动员者

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是以再分配制度和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方式（马

明洁，2000）。相较之下，观念引导式动员旨在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的积极性，弱化了乡村治理中的“准行政性”和权利支配关系，可以激发村民

的主体性和参与意愿。这一动员方式通过一系列策略和价值导向，影响村

民对数字接纳和应用的社会过程。

二是村民的观念基础。《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首次提出“情境定

义”这一概念，旨在强调这个概念事实上具有赋予人们社会行动能动性的

巨大潜力（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上人儿”阶段以及“打样儿”和“促

活”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情境，这个情境之中不仅有大民观念引导式动员的

村庄实践，更有村民观念基础的再现与放大。豆村的故事中，村民的观念

基础呈现为荣誉、情感和信任三个方面。首先，通过访谈可以看出，村民高

度重视豆村在平台内的“口碑”，关注外部人群对豆村的评价。得益于平台

本身的开放性和连通性，不同时空境况下的村民通过网络化的方式连接起

来，利用社交裂变的属性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结网”，强化了跨时空关联能

力，当评价总体倾向于正面时，村民的荣誉感和归属感相应提升。其次，理

解农民行为背后的逻辑是理解其观念世界的重要环节（徐宗阳，2022）。在

豆村案例中，平台强化了农民的情感纽带，数字技术的跨时空性、可视性

及可塑性使得作为治理主体的村民行为在数字平台上得到集中展示和记

录。当小军动员小芳在其片区推广平台时，小芳虽然答应了，但实际上并

没有太多的动作。让小芳产生触动的是片区村民的反应。正是因为有了

这种观念基础，才出现了逆动员的现象。最后，信任能够增强采用者了解

新技术的意愿（Barley，1990）。作者曾在豆村做过一次大规模访谈，当询问

“您认为豆村能有今日之貌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时，90%的村民选择的答

案是：“我们有一位优秀的领头羊”。毋庸置疑，大民已然与豆村村民形成

了深厚的互惠信任关系，村民信任村支书，因此有了“上人儿”；大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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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因此有了“打样儿”；双方的信任共同推动了“促活”。通过“促活”，

村干部成功地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从私人领域引导到公共领域，实现了问

题的早期发现和解决。这一过程中，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形成了双向信任。

村民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源于对村干部的信任；村干部积极回应村民的

需求，则是出于对村民的信任。这种双向信任构建了稳定的社会基础，支

撑着村庄的良性治理和持续发展。

（二）技术基础：村支书和村民为什么“粉”上了“村级事务管理平台”

豆村的村支书大民如今是“耕耘者”的忠实粉丝。但在一开始，他的动

力其实很简单：最低成本地实现宣传、提效的目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恰

恰具有这方面的优势，通过实现数据可视化，为政府提供价值可见的治理手

段；为村庄和村民提供服务窗口，推动共建共治可视化。最新数据显示，全

国有 1.08万个村庄在平台中处于高度活跃状态，而豆村的活跃度又居于前

列。而豆村如此活跃，离不开大民对平台的“力捧”。

在得知我村上电视后，很多头部运营开发商都来找过我，想给我村

专门开发一个数字平台，上面也来问询过我的建议，我一直是持否定态

度的。我干农村工作十八年了，很清楚什么样的技术工具是对百姓有

用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为什么我村爱用，就是因为它操作简单、方

便 实 用 ，最 需 要 的 是 免 费 不 说 ，后 台 始 终 有 人 做 维 护 和 升 级 。

（20230807-村支书大民）

被“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小程序“圈粉”的，不止村支书，还有村两委干

部、片长以及村民。

平台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不用另外下载APP，它是内嵌在微信里的一

个小程序。在农村你让村民下载一个APP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微信

大家都用，小程序相当于一个内部的延伸了，你推广起来也是很方便

的。（20230802-村支书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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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离不开这个平台，为了规范村务办理流程，全部搬到这个

平台上面了，久而久之就发现平台极大减轻了我们片长的工作压力，成

为工作中的好帮手。（20230803-村民小芳）

平台里有一个提供给我们老百姓发声的窗口，就那个“村民说事”，

我还没用过，但是我每天都看上面大家说了点啥，村两委多久办结的，

以前你光知道谁家有什么事需要村委协办，但后续咋回事也不清楚。

现在都按照流程走，而且实时办结，特别好。（20230812-村民小君）

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数字治理平台的技术路径的重要性。数字技术的

连通性、计算性和交互性特征可以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的有效工具。然而，一

项技术能否被村民接受，首先取决于此技术能否满足村民的适切性期待，而

不是技术理性和科学性；一旦适切性难以满足，一项本可以提升效率的新技

术很可能闲置（张樹沁、邱泽奇，2022）。当有合适的外来力量干预时，村民

的集体行动能力就会被有效地激发出来。要激发集体行动的内生动力，关

键还是外来力量与村庄的内生需求匹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数字治

理平台，有的地方不爱用，有的地方用了但没用好，而在有的地方则成为华

丽的“摆件”。数字化工具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可以让一些事情的办理、问题

的解决更有效率，豆村恰恰运用好了工具最根本的特质。

（三）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激活

豆村的社会基础和“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技术基础，只是为这个数字

治理平台在豆村的扩散提供了潜在的基础。在将这种基础变成实践的过程

中，“政务平台化”和“平台敏捷化”两大关键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务

平台化”通过整合治理功能，简化流程、提升效率和服务的透明度，为村民提

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平台敏捷化”则确保了平台的灵活性与创新性，

使技术解决方案能够及时适应村庄治理需求。这两个关键机制的相互作

用，有效将潜在基础转化为实际效能，推动了豆村治理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秩

序的适应性发展。

（1）“政务平台化”。在豆村的具体情境中，村支书引入并运用“村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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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平台”的初衷是利用数字化工具，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处理和解

决村庄中的各类事务。这种以村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的策略，有别于国家

层面由上至下的数字技术推广路径，呈现出由内而外、由下至上的创新动

力。这种内生的需求驱动并非被动响应，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探索和实践。

它源自村干部和村民对改善治理、提升生活质量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转化

为了推动“政务平台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正是这种源自基层、紧贴实际需

求的动力，催化了政务平台化的诞生和成长，使其成为豆村数字治理成功的

重要基石。这一过程凸显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确保了

数字治理工具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为村庄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革

和发展。

在乡村社会，把线下的村庄治理事务搬到线上来看上去很容易，实际上

要破除管理的惰性。对此，村支书大民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

线上只是用来发现、反映和规范问题，具体的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线

下，也就是说任何在基层工作中能够起作用的数字工具一定是能够实

现“数字化+”。举个例子，在我村平台用来发现和反映问题、规范审批、

细化管理和工作留痕，线下通过便民服务大厅和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

管理制度来解决问题。（20230601-村支书大民）

把可以在线下说和做的事情搬到平台上，表面上看是“多了一套动作”，

实质上是用来发现、反映和解决问题，这对于引导村民关注平台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村支书还采取了“合谋”的策略。表面上看，“打样儿”是村支

书和村委、片长在“演戏”，实际上，正是这种基层的智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

村民对数字治理平台的看法。这种基层的创造性实践，激发了村民忠保成

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事实上，随着“政务平台化”的发展，“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确实也演化成

了乡村版的OA系统（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平台）。更重要的是，点

进平台，村民不仅可以看到本村的数据，还可以看到邻村、其他省份的村庄

的数据。有了学习、共建的氛围，乡村治理探索者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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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台敏捷化”。当村民在平台上聚集之后，如果治理平台不能提

高治理绩效，解决村民关心的问题，那么即使“上人儿”完成了，“促活”也不

可能实现。在豆村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有两起关键的事件。一是第一个在

线上发言的村民忠保所反映的缺垃圾桶问题得到了“光速”解决。该问题

快速有效的解决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便利，也成为其他村民积极参与使用

数字平台的催化剂。随着村民对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决策参与度和服务质

量要求的增长，这种内生的需求和满意度又反过来推动“平台敏捷化”的进

一步发展。

“村民说事”一开始是村两委和巷长（网格员）他们发布，忠保那件

事解决了，我们也慢慢学着用“村民说事”，不太会操作就让巷长帮忙

发，年初村口下象棋的几个村民还发布了个事儿，希望书记给添两副象

棋，我当时还觉得这是自家的事村里估计不会给解决，谁知道第二天就

落实了，平台好着，书记好着。（20230717-村民小丽）

另外一件事是村民效军在“村民说事”版块建议简化村内红白喜事操

办，通过村两委发动村民投票，制定了新的乡规民约。这一线上议事过程不

仅相比线下效率更高，而且更加透明。

这个提议太好了，说到了老百姓的心里，支持！不管红事白事，吃

两天就好，现在有的过事提前几天就吃，事主负担重，判事的耗不起事

件，不去还得罪人，好无奈啊！（20230213-村民冬梅在平台上的评论）

红白喜事请人，对老百姓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还费

时费力。希望能省去这一环节，减少老百姓的负担。（20230213-村民阳

阳在平台上的评论）

自从精简了红白喜事，我们负担轻了好多。以前就怕请不到位，别

人说闲话，现在大家都是统一的，也不存在面子不面子的。平台给解决

了件大事儿，好着！（20230603-村民阿文）

-- 180



自下而上的乡村数字治理何以可能？

豆村的数字治理实践仍在继续。目前，通过“村民说事”，豆村已累计办

理各项事务 225件。正如村支书大民所介绍的，数字化治理平台的引入赋予

了每一位村民发现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这不仅极大地节约了时间，而且通

过线上投票表决，提高了决策的透明度。村民对快速响应和有效服务的期

待，使得数字治理平台必须具备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不仅是技术服务

更新迭代的内在需求，更是技术能否满足村庄发展、满足村民适切性期待的

关键。帮助村干部更广泛地发现问题，更深入地了解民意，让更多村民参与

到村庄治理中来，有效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正是乡村数字治理平台

的核心价值所在。

六、总结与讨论

豆村的村民们仅用 5天的时间，利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通过了新的

村规民约——举办婚礼前不摆宴席。这件事后来被媒体广为报道。媒体

称赞数字化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提供了“超级能力”，但“超级能力”不是

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有不少像豆村这样的“自来水型村庄”，通过使用数

字化治理平台，凝聚了人心、提高了治理效率，甚至成为平台忠实粉丝和

推广大使；另一方面，仍然有大量的村庄在使用数字治理工具的过程中，

主观上不情不愿、满腔抱怨，客观上效果不佳、负担沉重。为什么会有如

此大的差异？

首先，数字治理工具的开发和应用不能脱离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村

级事务管理平台”之所以在豆村大受欢迎，是因为它充分利用了腾讯生态

的优势，小程序的生态让村民的参与非常便捷；同时它是免费的，契合了

村支书的需求。事实上，出色的数字治理平台还有很多。这些产品都有

一个共性，就是符合村民的使用习惯和心理预期，符合基层干部的治理需

求。社会科学关于技术扩散的研究较少关注技术本身的特性，一些技术

社会学研究甚至走入了过于强调社会因素决定性作用，用“社会实在”完

全取代“自然实在”的误区（范岱年，2015；张成岗、李晓萌，2021）。正如有

学者指出那样，技术互构论视域下，技术既是社会塑造的结果，也具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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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刚性”特质；其与社会结构契合与否，决定了技术是被采纳还是被弃

置，进而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固或演变（邱泽奇，2008；张樹沁，2018）。豆

村这一鲜活的案例就呈现了技术“刚性”是如何在乡村与原本的社会基础

相融合的。

同样的技术和平台，在社会基础较好的村庄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推广

和应用。使用数字技术来改善村庄治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村庄本身就有

着善治的社会基础。对这样的村庄来说，数字技术的使用是锦上添花，做的

是 1到 100的工作。另一种是村庄本身治理不善、社会基础薄弱，这种情况

想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改造乡村治理，做的是 0到 1的工作，难度陡然增加。

豆村的案例显示，由于在技术入场前已经建立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平台推广

过程中的障碍会被乡土性的社会资源所消解。

至关重要的是，豆村用数字技术助力基层治理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村

庄内生的治理需求，而非国家驱动或技术驱动，这一内生性动力为豆村实现

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为村庄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适合使

用数字技术提供了启示：已有的线下成功实践往往是线上成功数字化的起

点。因此，我们对开展数字乡村治理的建议是，第一步是把既有的较好实践

数据化、数字化。例如，2009年年初，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杰上村有村民质

疑白溪水库引水工程的补偿款去向，一时流言四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村

领导班子决定召开一场“推进说事会”，以打开群众心结，化解矛盾，象山县

的“村民说事”由此发端。“村民说事”这一基层治理机制，通过“说、议、办、

评”四个步骤，实现了村务决策的民主化。在和象山县的合作中，耕耘者团

队运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优化了“村民说事”的流程，由于这项工作是对线下

治理的优化，所以在本地推广时效果不错，也为其在其他地区的推广和应用提

供了基础。

诚然，数字技术本身的连通性、计算性和交互性是其独有的技术特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治理平台将这些特性纳入就等于实现了技术落地。在

豆村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数字治理平台的技术基础是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

而一项具备扩散潜能的技术首先需要满足村民的适切性期待。这项技术应

当能够解决村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在此基础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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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技术的易用性和普适性，让村民们能够轻松上手并享受到技术带来

的便利。其次是技术特性要与乡土社会的内生需求实现耦合。农民具备集

体行动能力，不过这种能力在一般情况下不易察觉，甚至会被忽视，当有适

配的外来力量介入时，这种潜在的集体行动能力便会被有效激发。事实上，

农民内心深处存在着强烈的内生动力，只要能够找到触发这种动力的关键

因素，就能够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因此，唯有具备如上技术

基础时，数字治理平台才能攻克地方数字化实践存在的“平台空转”和“形式

主义”难题。

此外，再好的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都需要激活的过程。绝不是说，选对

了平台，或者有了线下的社会基础，线上的数字治理就能一帆风顺。前者

很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后者则把数字技术的扩散理解为线下现

实世界的挪移，陷入了“社会决定论”。本研究发现，从时间轴上看，数字技

术在豆村扩散的社会过程中，经历了“上人儿”“打样儿”和“促活”三个阶

段。“上人儿”是为平台拉新，即引导村民接纳“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是第一

步；“打样儿”是为平台动员，即如何引导村民加入“村级事务管理平台”；

“促活”是为平台增量，即如何引导村民持续使用“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从

每一个阶段内部看，两个重要的机制——“政务平台化”和“平台敏捷化”使

开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政务平台化”，简而言之就是将村务从传统的线

下模式升级到线上平台进行。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行政工作的方式，更深

层次地重塑了其内在逻辑。在以往缺乏线上平台的时期，大部分村务的推

进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而且常常需要做长期深入的观念引导

工作。然而，随着线上平台的出现，这种推动逻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呈现

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新态势，即村民通过线上平台自主发起和推动村务的办

理。线上平台不仅使村务办理流程更为高效、规范，还通过提供实时的互

动端口，使村民的声音能够被及时接收并得到回应。但值得注意的是，仅

仅将村务移至线上平台是不够的，还需要确保平台具备足够的敏捷性来应

对各种突发情况，即“平台敏捷化”。因此，数字治理平台的成功扩散不仅

在于将村务移至线上，更在于通过线上平台实现村务办理的高效化、规范

化和敏捷化。这些便是化解悬而未决的村务问题，确保村民声音得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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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传达和回应的关键。

豆村的故事也启迪了平台企业。在豆村一炮走红之后，平台开发方不仅

与豆村开始了新的互动，而且加强了对全国各地的“自来水型村庄”的关注

和服务。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平台的服务和产品更有针对性，越来越多自

下而上创造性使用数字技术以开展乡村治理的村庄在不断涌现。大型互联

网平台的直接介入，以及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介入，改变了过去豆村作为单个

村庄摸索使用数字平台的局面，平台和村庄开始互相影响，共同形塑着村庄

治理的面貌和数字平台本身的产品。数字治理技术在豆村的扩散，也进入

了一个新的“共同生产”的阶段。而这个过程，也将成为我们下一篇文章讨论

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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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乡村数字治理何以可能？

How Is Bottom-Up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Possible?

The Social Process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a Mini Program as a Case Study
LV Peng REN Yalan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in-depth the social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governance mini program developed by a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 from“zero
users”to“high activity”in a village, and attempts to reveal the logic and mechanism
of the diffusion of external technologies in local societies without large-scale external
mob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llage. First, the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concepts formed by offline governance have laid a social foundation for online
governance applets. Secondly, the design of product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vil‐
lages is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entry”of digital platforms. Finally,
these two foundations need to be activated through two key mechanisms:“government
platformization”and“platform agility.”This paper not only conceptualizes the
empirical phenomenon of the bottom-up diffusion of external“digital governance
platforms”in villages but also breaks through the paradigms of state-centrism and
social determinism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and brings the in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back to the center of the analysis, which provides insights on the village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s and products.
Keywords: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digital village, self‐ fan village, technology
diffusion, soci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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